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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鬥蟋蟀，或鬥促織，民間歷史悠久的搏戲之一。蟋蟀雖小，但魅力遍及各階
層。上至皇族高官，下至平民下人，無不著迷，甚至達到沉迷的狀態。玩蟋蟀也
由最初一種消閒解悶玩意演變成賭風。文字記載早於唐末五代，深宮婦女養蟋蟀
作解悶之用。其後蟋蟀發展成為賭具之一，明清兩代更是鬥蟋蟀的「盛世」。筆
記小說言簡意賅，內容上多不拘類別，有聞即錄，包羅萬有，題材涉獵廣，包含
天文地理、風俗民情及軼聞軼事。另外不少故事取材於民間，故作品意念、內容
不乏真實性，有着真實生活的痕跡。《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明代筆記小說大觀》及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大觀》有三大優點，分別是收輯齊全、脈絡清
晰和注重質量。本文重點選取並分析相關條目，從筆記小說記載的相關事件、人
物、社會風氣為佐證，包括擇與「蟋蟀」、「促織」賭風、社會狀況相關者，擬用
文本互涉的方式進一步探討鬥蟋蟀之風對明清時期社會、民生的影響，希望能以
明清兩朝的時間線歸納出相關影響是由哪些因素促使而成，最後嘗試從條目記載
發現與前研究者有別的新線索、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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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清代蒲松齡所著的短篇小說《聊齋誌異》〈促織〉開首言道：「宣德間，宮中
尚促織之戲，歲徵民間。」1本人對此甚為好奇。首先，歷史上是否有宣德一朝。
另外，明清宮中蟋蟀之風大盛是否如其所云，故展開相關查證。 
 
    蟋蟀之戲最早記載於唐末五代文學家王仁裕的著作《開元天寶遺事》中，卷
二〈金籠蟋蟀〉記曰：「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
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2從中可見，玩戲之人非皇族高官，
而是宮中婦女。婦女深宮生活苦悶，禁忌繁多，唯有蟋蟀小物，便於隨身攜帶，
於是成為逗樂解悶之物。婦女最初是喜歡它的悅耳鳴聲，並沒有「鬥」的概念。
雖然促織之戲仍未成形，但從中得知小小蟋蟀已經成為唐代開元後宮宮中的「寵
兒」，可算晉升為高雅的玩意。婦妾把蟋蟀關於籠中，風氣傳至民間，百姓間亦
興起。秋時，正值蟋蟀當造之際，所以鬥蟋蟀又有「秋興」之名。宋代顧逢在《負
曝雜錄·禽蟲善鬥》有一記：「父老傳：鬥蛩亦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像牙為籠
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其來遠矣。」3鬥蛩之戲，亦即促織之戲，在天
寶年間，升價千萬倍，先不管這種豪賭的說法是否屬誇張之辭，但側面反映出蟋
蟀已經由一種娛樂、消閒玩意演變成賭具，受到民間的重視。南宋更出了一位臭
名遠播的亡國丞相——賈似道。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與妻妾蹲跪在地上，埋頭鬥
蟋蟀。「蟋蟀專家」的他還編寫了中國古代第一部專論蟋蟀的《促織經》，裏裏外
外地對養蟋蟀和鬥蟋蟀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蟋蟀鬥戲之吸引豈限於唐宋呢？鬥蟀在明清可謂大放異彩，歷史上出了以鬥
蟀為名的皇帝、官員。上行下效，賭風蔓延至民間。這現象更成為創作話題之一，
包括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促織〉，將「現實神話化」，以蟋蟀為主角揭露
和抨擊統治上位者的壓迫。本文主要以《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明代筆記小說》4及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5為參考對象。因為該叢書所收錄的筆記小
說言簡意賅，有聞即錄，涉獵範圍廣，包含天文地理、風俗民情及軼聞軼事。另
外不少故事取材於民間，故作品意念、內容不乏真實性，有着歷史研究和生活史
研究的價值。書序言明：「《筆記小說大觀》重印問世，但仍有不少流傳較廣、膾
炙人口之名篇佳作，未被收入，令人有遺珠之憾。揚州周光培同志思彌補之，乃
廣為收集，輯成《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收書近千種，為《筆記小說大觀》收書
一百十四五種之數倍，乃繼該書之後又一部大型筆記小說叢書，誠書林之盛事也。」
                                                     
1（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84。 
2（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6。 
3
 郭泮溪：《中國民間遊戲與競技》（上海：三聯書店，1996），頁 64。 
4
 整理自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5
 整理自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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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故所選之叢書有三大優點：「一曰收輯齊……懲前之失，求『廣』求『博』，盡量
收輯齊全，雖小品零篇，亦不放過，予以收入，旨在給讀者提供一套較完整的筆
記小說總集。二曰脈絡清晰。筆記小說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狀況、典章制度、
人情風俗、宗教信仰等均有不同的反映。三曰注重質量。」7根據上述所言，該叢
書參考價值十分高，相關記載條目能夠針對本論文主題提供一個深而廣的層面分
析。本文重點在於用文學評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文本
互涉（Intertextuality）方式來分析，從筆記小說記載的相關事件、人物、社會風氣
為佐證，包括擇與「蟋蟀」、「促織」賭風、社會狀況相關者，像鑲嵌、拼貼而成
的畫作一樣，內容出處可尋；8加上擇其他明清蟋蟀的記載作參考，從而建構明清
兩代因鬥蟋蟀風氣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最後當然也少不了以「歸納法」做統整，
希望能以明清兩朝的時間線歸納出相關影響是由哪些因素促使而成，最後嘗試從
條目記載發現與前研究者有別的新線索、新觀點。 
 
二、明代蟋蟀皇帝 
 
    明朝承前朝宮中玩蟀和鬥蟀之風，更見興盛。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促織〉
開首即云：「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
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鬥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
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
產。」9作者之所以虛構出如此荒誕的情節，除了是出於他對貧苦下位者對命運無
法對抗的無奈和同情之外，更重要的還是鞭撻和嘲諷封建社會的腐敗和上位者的
苛索，故事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宣德皇帝。那麼，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歷
史上的宣德皇帝是否真的愛鬥蟋蟀？此外，這位皇帝是否像蒲松齡筆下的影射？ 
 
    根據史書所記，宣德指的是明代第五位皇帝朱瞻基的年號，一般稱為宣宗。
他是明朝十六位統治者中，為數不多而有為的皇帝，愛好甚多，除鬥雞鬥馬外，
更是鬥蟀專家。《罪惟陸》記載了宣宗的奢華嗜好：「鬥雞走馬，園情鷁首，往往
涉略。尤愛促織，亦豢馴鴿，萬姓頗為風俗，稍漸華靡。」10但翻閱《明史》，11並
                                                     
6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 
7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3。 
8
 Julia Kristeva 在文章“Word, Dialogue and Novel”提及：“......each word (text) is 
an intersection of word (texts) where at least one other word (text) can be 
read……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 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  
   詳見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oril Moi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7. 
9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84-490。 
10
 趙中男：《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頁 203。 
11
 整理自張廷玉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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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記載明宣宗愛鬥蟋蟀一事。難免會提出一個疑問，為何不記載此事呢？本人
估計，歷史上宣宗形象正面，勵精圖治，有不少功績，在位期間堪稱為明史中最
好的時期，獲讚甚多，「豁達大度，致孝尊親，惇睦宗族；朝政所施，動諮成憲，
至於恤下，惓惓推仁，四方奏水旱、蝗災，即遣人馳視賑濟。」又稱讚他「愛惜
人才，非有大過，常保全之慎。」12若記載有關此玩物喪志之好，或多或少有損
他的形象。而且，相對比他的成就，鬥蟋蟀確實微不足道，故正史沒有相關記載。 
 
雖則《明史》沒有記載宣宗愛鬥蟋蟀一事，但查閱明代筆記小說和其他典籍，
可發現蛛絲馬跡。從《明代筆記小說》中，發現數條與宣德皇帝愛鬥蟋蟀的條目。
其中，由沈德符所撰寫的於萬曆三十四年成書的《萬曆野獲編》和崇禎年間成書
的《敝帚軒剩語》均記載相同事件，就是宣德皇帝親自下密詔要求蘇州著名廉官
況鍾進貢蟋蟀供玩樂之用。兩者均載：「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
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13「密詔」一
詞顯示宣德皇帝的愛好並非對外公開，引證了玩蟀在朝野中的形象偏向負面，所
以才需要偷偷地下詔令。至於皇帝的「玩伴」，估計主要以妃妾、太監和宮女為
主，不會是大臣，皇帝當然不想明目張膽地被他們發現自己「不務正業」。由於
玩蟀屬於後宮之事，加上是密詔，也合理解釋了為何《明史》沒有記載此事。 
 
在數量方面，宣宗要的起碼是千個。數目之大同時反映了皇帝嫻此戲的規模
和沉迷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執行密詔的地方是蘇州，側面反映出當地可能
是產蟀重地，或者玩蟀的風氣旺盛，所以推斷民間玩蟀或鬥蟀之風與宮中有過之
而無不及。皇帝一聲令下，不管是如何地無理擾民，下位者也不得不執行，可以
想像當時身為地方官的況鍾是如何的為難。另外，由王世貞撰錄，於萬曆十八年
刊載的《弇州史料後集》；朱國禎撰寫，萬曆三十七年成書的《涌幢小品》；還有
黃景昉在崇禎十六年完成的《國史唯疑》上，同樣記錄了宣宗皇帝最喜歡鬥蟋蟀
的遊戲，曾親自密令蘇州知府況鐘進奉蟋蟀。《弇州史料後集》載：「勒蘇州知府
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令他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
已勒他末後運自要一千個。勒至，爾可協同他幹辦。」14《涌幢小品》卷三十一
記載宣德九年七月一事，正正講述下令派人取蟋蟀：「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
蓋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況鍾被敕。索千個。不許違誤。此也。」15
《國史唯疑》：「宣宗特好蟋蟀戲，採之江南，蘇守況鍾嘗被勒索千箇，不許違悞。
時為語曰：『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蘇人至有以一蟋蟀隕其家三命者。上
行下效，習已成風。」16《湧幢小品》和《國史唯疑》多記載了一個小細節，就是
這是一個「不許違誤」的密令。首先，蟋蟀非國家大事，但執行的嚴謹卻不下於
                                                     
12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 167。 
13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六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50。 
14
 趙中男：《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頁 211。 
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854。 
16
 （明）皇景昉：《國史唯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6。 
241 
 
軍國大事，更顯示出皇帝那種求蟀的熱幟和緊急。 
 
上述五篇均記相同事情，記載時間、內容、用字相似，沒有矛盾之處，可信
程度甚高，由此足見宣宗愛鬥蟋蟀是不爭的事實。當然，勒令一事基於皇帝的體
面和尊嚴，故以密詔的形式下令。但最終還是「紙不能包火」，事情還是被流傳
出去，當時江南一帶仍廣傳：「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17雖則如此，皇帝的
愛好屬後宮之事，亦未導致傾國傾城的後果，故推測正史自然沒有對皇帝這種「閒
事」有相關記載。 
 
三、民間遊戲 
 
    正所謂上行下效，鬥蟋蟀因作為統治者的嗜好，風行海內，不難想像，宦官、
下位者渲染其惡習，歪風傳播民間，有不少文人、普通百姓逃不過蟋蟀的惡咒，
因鬥蟋蟀導致家破人亡。《五雜組》載明末文人張廷芳「以鬥促織破其家，哭禱
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
18事件雖小，但不失為蟋蟀之風禍害的鐵證。值得留意的是，這裏記載的鬥蟀已
經跟「玄壇神」、「夢神」拉上關係。「玄壇神」、「夢神」都是民間信仰的財神。
張廷芳身為高雅之士，為了蟋蟀，竟然求神打救，同樣可見，鬥蟀已經使人失去
理智，到了病入膏盲的地步。 
 
    在《明代筆記小說》中，有八篇與鬥蟀相關，19其中提及民間蟋蟀賭風的更
高達五篇。《敝帚軒剩語》及《萬曆野獲編》提供明證，雙方均記述：「近日吳越
浪子有酷奸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20 21明代
文學家袁宏道《瓶花齋雜錄》曰：「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餘每至郊
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汙垣之
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
引鬥以為樂。」22大眾埋頭鬥蟀，隨處可見，接下來自然是賭場、賭例的應運而
生。《金陵瑣事》和《五雜組》更詳細記載民間鬥蟋蟀的規例。前者云：「促織獨
金陵者鬬，謂之秋興。鬬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
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略也。馬南江有《鬬促織賦》。」23後者由明朝謝肇淛撰卷九
亦載：「三吳有鬥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鬥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
                                                     
17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555。 
18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二十四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00。 
19
 見附錄。 
20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六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50。 
21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八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77。 
22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十二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14。 
23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十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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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為首二
人得見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
也。」24從謝肇淛筆下描述的民鬥蟋蟀，直接反映吳地百姓好賭博利的愚詐形象，
更反映出當時吳民的生活習慣，就是賭蟀之頻繁，否則不會衍生出規矩之嚴的賭
例。明人閔景賢《觀鬥蟋蟀歌》：「燕市鬥場挨戶戶，正酒色天好決賭。各提鬥盆
繡花縷，摩裟人手澄泥古」；25崇禎年間進士高承埏《蟋蟀賦》：「賭以玉麈，注以
金錢」；《觀鬥蟋蟀歌》和《蟋蟀賦》證明了蟋蟀與賭博在明代已融為一體。26晚
明散文家劉侗撰《帝京景物略‧春場》：「是月始鬥促織， 壯夫士人亦為之。 鬥
有場，場有主者， 其養之又有師， 鬥盆筒罐， 無家不貯也。」當中的「鬥盆
筒罐，無家不貯」，配以王醇《促織》詩句：「風露漸淒緊，家家促織聲」，可見
鬥蟋蟀同時也是一項群眾性很強的活動。27有一段時間，各行各業都熱衷於此，
出現「貴遊至曠厥事，豪右以銷其資，士荒其業」28的局面。 
 
    由鬥蟀之嚴，連帶發展成養蟀的「藝術行為」。明朝嘉靖《張居正》第二十
九回曾以大量的篇幅描寫當時養蟀的盛況，並提及獨特的調養之法：「用籬落上
斷節蟲，再配上扁擔蟲，一起烘乾研和喂之，再用薑汁濃茶配以銅壺中浸過三日
的童便作為飲品，如此調養七日，黑寡婦仍驍勇如初。」29對健鬥而死的蟋蟀加
以厚葬，比人死後更為重視，荒謬、可怖極致。《五雜組》補充：「促織，惟雌者
有文采，能鳴健鬥，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麋，至白露則夜鳴求偶，
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為將軍
矣。咋殺三雄，則為大將軍，持以決鬥，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眾相戒
莫敢與鬥，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鬥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麋
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鬥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
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30這裏的大將軍並不是指上場抗敵的勇士，而是
屢戰屢勝的蟋蟀雅號，死後更以金棺盛之，地位何等之高，民間對戰績神勇的蟋
蟀何等重視。 
 
    與蟋蟀相關的副產品亦隨之升價。從沈德符的《敝帚軒剩語》得知：「今宣
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31以及陳繼儒所寫的《妮古錄》可見：
「宣廟時磁器及蟋蟀澄泥盆最為精絕。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镕而為爐。故後世
                                                     
24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688。 
25
 熊召政：《萬曆首輔張居正：水龍吟》（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67。 
26
 孟昭連：《蟋蟀文化大典》(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頁 5。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29
 同上註。 
30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二十四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99。 
31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六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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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者向不能及。」32上述又一明證說明宣德皇帝以喜歡鬥蟋蟀出名，直接促使
朝野之間玩蟀和鬥蟀之風日盛。為饜足宮中養蟋蟀之需，宣宗一朝下令御窯燒製
大批的蟋蟀罐，不言而喻，御窯燒製的蟋蟀罐手工精巧，紋飾豐富別緻，自然成
為一代名品。 
 
    整合明代相關筆記小說材料，可以證實當朝的鬥蟀和玩蟀之風旺盛，不僅皇
帝鐘情於鬥蟀，從記載亦得知當時民間，特別是江蘇地區的確流行玩蟀或鬥蟀，
成為進貢要地。鬥蟋蟀和玩蟋蟀明顯帶有全民性、強大凝聚力的特徵。此外，可
以肯定的是，「蟋蟀皇帝」宣宗的愛好對民間鬥蟀賭風有催化加速的作用，無疑
擴大渲染的範圍，宮中出品的蟋蟀盆就是最好的例證。宣宗擴大了渲染的範圍、
建立了負面的示範外，直接或間接令上至文人雅士，下至普通百姓，都逃不過沉
迷鬥蟀之害，成為蟋蟀界的血淚史。 
 
四、〈促織〉原型 
 
    第二大節提及的蟋蟀皇帝事件，蒲松齡很有可能以此為引子，新編出〈促織〉
中幻異的情節，以「小中見大」的創作手法，揭示出封建社會中統治者與百姓萬
家的矛盾。作者以隱晦曲折的筆法，諷刺「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蟋蟀，不
過是小小昆蟲，然而宮中喜歡鬥此戲，結果就導致整個社會都為皇帝個人的娛樂
而慘遭厄運。 
 
    崇禎年間，宦官劉若愚以宮中見聞整理成的《酌中志》，當中卷二十描述宮
中佳節太監鬥促織的情況：「鬥促織，善鬥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
以賭博求勝也。秉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蓄斗為樂。」33上
述筆記小說的記載，可以總結一點，至少在宣德至崇禎年間，蟋蟀賭風在宮中沒
有絲毫滑落，反而變本加厲，宦官以此求勝，牽起前所未有的荒謬面貌；亦直接
引證了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促織〉「宮中尚促織之戲」34一言。 
 
    蟋蟀「鯉躍龍門」，升價千萬倍之餘，更可以藉其升官。《敝帚軒剩語》及《萬
曆野獲編》均載宣德年間一事：「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
者。」35 36捕蟋蟀已經等同軍隊中取得敵軍首級的功績，借此升官興家。蟋蟀雖
小，但已經由一種玩意轉化成可取得官位軍功的荒謬獎勵。〈促織〉中有相似情
                                                     
32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二十八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57。 
33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二十二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516。 
34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84。 
35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六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50。 
36
 周光培：《明代筆記小說·第八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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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成家藉着蟋蟀致富顯威：「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37呂
毖所寫的《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紀》更記述了駿馬易蟲一事。「宣宗酷愛促織之
戲，遣使取之江南，價貴至數十金。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一最良者，用
所乘駿馬易之。妻謂駿馬所易，必有異，竊視之，躍出為雞啄食。懼，自縊死。
夫複傷其妻，亦自經焉。」38因為宣宗酷好鬥蟋蟀，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一隻
好品種的蟋蟀可高達數十兩金子的價格。臣下官員為了趨奉他，變本加厲地執行
任務，皇帝愛好給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導致雞犬不寧；上述例子足見皇帝愛
好的禍害，以駿馬易之的蟋蟀死後，夫妻畏懼而死，人命比不上小蟲一隻，何等
諷刺。 
 
   〈駿馬易蟲〉與〈促織〉也有不少相似的情節，包括皇帝徵蟋蟀、前者妻子
為蟋蟀而死、後者兒子弄失蟋蟀掉井而亡，可見當時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病態的
狀態，人命比小蟲賤。從兩個故事的相似度推測，〈駿馬易蟲〉很有可能是〈促
織〉的原型之一，加上民間很有可能存在為蟋蟀而亡的真事，蒲松齡很大可能綜
合多個故事，在蟋蟀皇帝、〈駿馬易蟲〉、《敝帚軒剩語》及《萬曆野獲編》的藍
本上，加入怪誕、反常的情節，將死去的兒子化身為蟋蟀，以喜反襯悲，成為流
傳後世的精警之作。 
 
五、明末蟋蟀相公 
 
    至明末，蟋蟀微物更成了亡國之蟲。收輯二百零八種小說類型，全書五十冊
的《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中，提及明末「蟋蟀相公」馬士英的有三
篇，分別是《南明野史》、《鹿樵紀聞》及《柳南續筆》。將領馬士英，擁立福王
為帝，為南明朝大臣，手握重兵。可笑的是，在清軍步步緊迫之際，馬氏罔顧國
難當前，仍大鬥蟋蟀。《南明野史》〈第一卷安宗皇帝紀〉有記載馬氏為人和日常
舉止：「士英書進沈啟南畫一卷，帝親署數事，士英亦跋一行。時羽書倉皇，士
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鬥蟋蟀，人號蟋蟀相公。」39吳偉業撰的《鹿樵紀聞·二
卷》亦道：「端陽節，福王在宮演劇。內旨召乞兒多捕蝦蟆為房中藥，士英平日
好鬥蟋蟀，故時人又稱蝦蟆天子，以對蟋蟀相公。」40《柳南續筆·六卷》提及馬
士英與宋代宰相賈似道（號秋壑）對鬥蟀同樣樂不思蜀，耽誤國事：「馬士英在
弘光朝，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為戲，
一時目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蟆以
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為蝦蟆天子，臣為蟋蟀相公，欲不亡
                                                     
37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89。 
38
 （明）呂毖:《明朝小史》（台北：正中書局，1981），頁 82。 
39
 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第十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61。 
40
 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第十九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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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乎！」 41雖然正史上明朝主要是亡於宦官專政、黨派之爭，並非直接因蟋蟀亡
國。但條目內容側面反映出蟋蟀小物的毀滅程度已經不再限於家破人亡，而是牽
涉到國家層面的大事。但如此小物引致亡國之果，諷刺之餘，亦可謂千里之堤潰
於蟻穴。 
 
六、清代民間賭例與蟋蟀太后 
 
    清人入關後，也染上漢人的鬥蟀惡習。雖然清初統治者下令禁止鬥蟋蟀，然
終禁之不絕。民間一直對蟋蟀有一種固有形象和象徵。從乾隆七年敕撰的《國朝
宮史》〈御製冬夜涵元殿詩〉得知：「三復蟋蟀詩，好樂期無荒。」42〈蟋蟀詩〉
出自《詩經·國風·唐風》，有勸人及時行樂之意，正正反映出蟋蟀在春秋時期及之
前已經代表和象徵一種玩樂、消閒的態度。清代文人潘榮陛在乾隆年間完撰的《帝
京歲時紀勝》，是清代第一部研究首都的風俗志，當中提及京城鬥蟀的盛況：「都
人好畜蟋蟀，秋日貯以精瓷盆盂，賭鬥角勝，有價值數十金者，以市易之。」43
鬥蟋蟀成了一門生意，不少地方設有專門的鬥場，而且規矩甚多，且建立了完備
的鬥蟀管理制度，賭場抽賭金十分之一或之二。開賽前先為蟋蟀登記編號，交錢；
然後稱蟋蟀的重量，就像拳擊比賽一樣按重量分組；過秤後罐上貼封條，標明第
幾號幾厘幾。再按分組兩隻一對，放入鬥罐中。監場人喊「開柵」後，柵提起，
兩邊主人各以蟋蟀草引逗蟋蟀，讓它們「開咬」。兩蟲相鬥有時幾十回合不分勝
負，勝者得賞。44與《帝京歲時紀勝》性質相似的《燕京歲時記》，有載：「七月中
旬則有蛐蛐兒，貴者可值數金。有白麻頭、黃麻頭、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
竹節須之別，以其能戰鬥也。」45雖則所有蟋蟀同屬秋蟲一列，也有尊卑之分。
這裏說的白麻頭、黃麻頭、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節須就是指蟋蟀的品種。
蟋蟀賭界有句俗話：「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46意思是指它們產自於
不同類型的土壤，顏色各有千秋，亦同時奠定地位的高低。另有《清嘉錄·卷八·
秋興》記述了道光年間蘇州附近的時令習俗：「呼其蟲為『將軍』，以頭大足長為
貴，青、黃、紅、黑、白，正色為優。大小相若，銖兩適均，然後開柵。鬥時，
有執草引放者，曰『蒒草』。兩造認色，或紅或綠，曰『標頭』。台下觀者，即以
台下之勝負為輸贏，謂之『貼標』。鬥分籌碼，謂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錢
一百二十文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憑兩家議定，勝者得彩，不勝者輸
金，無詞費也。」47遊士顧祿簡而精概述鬥蟋蟀的過程。《道鹹以來朝野雜記》描
                                                     
41
 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第三十五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364-365。 
42
 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第八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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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培：《清代筆記小說·第四十二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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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昭連：《蟋蟀文化大典》(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頁 307。 
45
 蔡豐明：《遊戲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頁 205。 
46
 腦力&創意工作室：《懷念的古早遊戲》（臺北：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11。 
47
 薛理勇：《五穀漫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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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道光、咸豐年間京城鬥蟋蟀的場景：「鬥蟋蟀規矩，以二十四罐為一棹，多
者數十棹。其蟲於角戲之先，必稱其體材，懸殊者不鬥，必分兩相當者，始入盆
而鬥。」48從蟋蟀的顏色，賭鬥規矩的細緻性，反映民間聚賭的好鬥以及好嗜的
程度。 
 
    宮廷玩樂之風不亞於民間，它沿襲前朝宮廷好玩之風，上至慈禧太后，下至
內人、太監，都喜歡養、鬥蟋蟀。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打嚴的實際成效
有多高，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慈禧太后更是皇家鬥蟀的佼佼者。據說在每年的重
陽節，慈禧太后都會在頤和園大排筵席開賭蟋蟀，真不枉有「蟋蟀太后」之稱。
此外，蟋蟀又名促織，故籌辦蟋蟀活動的重任就落在雖然風馬牛不相及的官僚機
構「織造府」身上，加劇了鬥蟋蟀的熱潮。圓明園、陶然亭的斷壁殘垣間，人影
幢幢，到處是捕捉蟋蟀的人群。一旦得到名貴品種，可售數十金。49 
 
    成書於清光緒前，仿《聊齋誌異》而作的《螢窗異草》，亦有〈鬥促織〉提
及當時的賭風：「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為賭具，日出為市，
好事者從之，醵錢合鬥，恒至數十緡不止。」50上述足見，蟋蟀在清一代一直以
賭具深入民心，證明鬥蟀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民俗活動，不論是身處深宮的太后、
內人，還是鄉郊的平民幼童，都把它視為一種排除愁悶，興致不盡的玩意。鬥蟀
有着很強的社會凝聚性、全民性，不論是捕捉、飼養的用具，還是賭場規則，都
反映到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域中。 
 
七、總結 
 
    簡略而言，根據整理自共二十九冊，共一百五十八種小說類型的《明代筆記
小說》，直接記載明代蟋蟀賭風的章節為數不多，只有上述提及的《敝帚軒剩語》、
《萬曆野獲編》、《金陵瑣事》、《瓶花齋雜錄》、《吳中故語》、《酌中志》、《五雜組》
及《妮古錄》有相關記載，配以其他典籍，包括：《弇州史料後集》、《湧幢小品》、
《國史唯疑》、《明朝小史》及一些詩句，明顯勾畫出明代從皇帝至百姓、民間的
蟋蟀之氣，它們描寫的事件、情節大致相同，沒有矛盾之處。在此做以下結論： 
 
    其一，蟋蟀之風雖然在《明代筆記小說》沒有大篇幅記載，但並不代表賭風
不為熱幟、普遍。從不同年間的記錄例子說明這種風氣確實存在，而且由宮中蔓
延至軍中、民間。當然，真正因蟋蟀而亡命的荒謬極端例子只有少數，故未必成
                                                     
48
 李淑蘭：《北京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頁 476。 
49
 劉鴻伏：《板橋上的鄉愁：劉鴻伏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334。 
50（清）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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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代小說家記錄或創作的首要選材。 
 
    其二，蟋蟀賭風是不爭事實，但並非明代才興起的獨有現象。追溯著作，唐
末五代文學家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最早記載鬥蟋蟀雛形一事。當中《金籠
蟋蟀》條曰：「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
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51發展至明代，已經歷數百年，在民間，
鬥蟋蟀玩意成為一種習慣，只是，當時冒出「蟋蟀皇帝」，令民間賭風有催化加
速的作用。《聊齋》蒲松齡在〈促織〉篇末有一段明確議論，寫到：「天子偶用一
物，未必不過此已忘。」52此言反映出天子鐘情鬥蟋蟀是偶然現象。 
 
    其三，蟋蟀賭風明顯帶有全民性、凝聚性的特徵，賭鬥規模隨玩蟀、鬥蟀的
成熟程度越趨細緻和繁複。從民間賭場的規例、飼養蟋蟀的講究，以及以蟋蟀為
主角作陶盆裝飾，這些都充分展現出鬥蟲之風的影響已至生活的製作，不但證明
其地位在宮中、民間佔重要一席，更同時反映鬥蟲賭風大盛。 
 
    清代跟明代民間鬥蟀賭風大同小異，甚為熱幟。《清代筆記小說》全書五十
冊，小說類型多達二百零八種，但相關記載比《明代筆記小說》少，只有《國朝
宮史》、《南明野史》、《鹿樵紀聞》、《硯山齋雜記》、《柳南續筆》和《帝京歲時紀
勝》。三篇與亡國的「蟋蟀相公」有關，其餘焦點放在描寫民間面貌，包括鬥蟀
的細緻規矩。雖然當中沒有直接提及宮中情況，但從其他內容，亦不難發現宮中
也染上這種陋習。與明代相比，清代比較少為蟋蟀而亡的材料內容。 
 
    另外，從歷史和民俗痕跡中發現，蟋蟀和地區性有着相連關係。與蟋蟀相關
的明清筆記小說篇章所提及的地點，包括蘇州、吳越、金陵、京師、京都和三吳，
全部都是屬於江浙或臨近地區。這證明蟋蟀活動的興旺與地區有着密切的關係。
前文提及，皇帝的愛好直接影響民間的風氣。為什麼記載的地區都是以江浙一帶
為主呢？首先是距離的問題。明清兩朝定都於北京，皇帝、貴族身處京師，風氣
最容易蔓延的首要京師或臨近地區，不言而喻，這些地區「首當其衝」。此外，
帝制時期的明清兩朝，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最繁盛的地區，在商業發展、農業、
紡織業空前繁榮，帶動消費和其他相關消閒活動，鬥蟀便是其中一項。江浙地區
富饒，資源比較集中，也滿足玩賞者的慾望。江浙地區自古以來經濟活動相對頻
繁，玩蟋蟀演變成越來越大眾化的活動，一個地方經濟不發達的話，百姓根本就
沒有閒情去鬥蟋蟀。 
 
    不難發現的是，鬥蟀的記載主要圍繞京城和江蘇一帶，絕少發現發生於嶺南
一帶的事例。對於蟋蟀與地區性的關係，本人亦有另一推論。綜合現有資料，從
                                                     
51（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6。 
52
 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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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事件的主要地點推論，這很明顯與地理、氣候有關。時而至今，蟋蟀主要產
地是山東、安徽、河北和江蘇。這些地方氣候乾冷，卻能培養比較強健、戰鬥性
高的蟋蟀。有別於南方（指嶺南地區為主和周邊地帶）的溫暖潮濕氣候，蟋蟀體
質雖大，但體質空松，耐力、勁力不及由山東、安徽、河北和江蘇出產的蟋蟀。
打鬥的時候，當然前者佔優。由此推測，以首都為中心的地區在鬥蟀風行一事上
比南方地區流行，相關記載自然比較多。 
 
    蟋蟀，集玩樂、賭博於一身。小小秋蟲，影響力絕對不能忽視。上至亡國，
下至傾家蕩產，都有它的影子。明清筆記小說加上其它補充典籍，充分展現出「蟋
蟀之風」如何橫越明清共五百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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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錄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明代筆記小說大觀》整理條目 
出處 章節名稱 作者 原文 
第六冊 
頁 450 
 
 
敝帚軒剩語中·六 沈德符 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
州知府況鍾進千箇。一時語云：
「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
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
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
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
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
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
也。 
第八冊 
頁 77 
 
萬曆野獲編·卷二
十四 
沈德符 最微為蟋蟀鬬。然賈秋壑所著
經最為纖細詳核。其嗜欲情態
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
尚與群妾據地鬬蟋蟀。置邊遞
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
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
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
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
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
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
重。其價不滅宣和盆也。近日吳
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
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
流毒也。 
第十冊 
頁 361-362 
 
金陵瑣事卷三 
〈促織〉 
周暉 促織獨金陵者鬬，謂之秋興。鬬
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
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傍猜者
甚多，此其大略也。馬南江有
《鬬促織賦》。 
第十二冊 
頁 114 
 
瓶花齋雜錄六 
 
袁宏道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
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
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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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汙垣之
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
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
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為
樂……故未若促織之盛。 
第十八冊 
頁 144 
 
吳中故語 
〈況候抑中官〉 
楊循吉 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
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
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
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
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
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 
第二十二冊 
頁 516 
 
 
酌中志·卷二十 
〈飲食好尚紀
略〉 
 
劉若愚 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
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
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
亦放河燈於臨河去處也。是月
也，吃鰣魚為盛會賞桂花。鬬促
織，善鬬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
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
秉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
最識促織，好蓄鬬為樂。 
第二十四冊 
頁 97-100 
 
 
五雜組下 
〈物部〉 
 
謝肇淛 三吳有鬥促織之戲，然極無謂。
鬥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
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
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
在高架之上，只為首二人得見
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
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
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
鬥，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
飼以黃豆麋，至白露則夜鳴求
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
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
皆咋殺之，則為將軍矣。咋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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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則為大將軍，持以決鬥，所
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眾
相戒莫敢與鬥，乃以厚價潛售
它邑人。其大將軍鬥止以股，一
踢之遠去尺許，無不麋爛，或當
腰咬斷，不須鬥也。大將軍死，
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
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
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
鬥，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
廷芳者，以鬥促織破其家，哭禱
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
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
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為促織者，
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第二十八冊 
頁 157 
 
妮古錄 陳繼儒 宣廟時磁器及蟋蟀澄泥盆最為
精絕。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镕
而為爐。故後世偽造者？不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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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大觀》整理條目 
 
出處 章節名稱 作者 原文 
第八冊 
頁 460 
國朝宮史·卷十四 于敏中、
王際華、
裘 日 修
輯 
御製冬夜涵元殿詩(戊辰)  
下舂落金翼， 
暮靄散曛黃。 
溫樹穏棲鴉， 
氷疏含夜光。 
雪後景氣清， 
壺中松竹蒼。 
朶殿逈天半， 
猊罏避朔涼。 
玉琴靜徽軫， 
棐幾堆縹緗。 
居稽聊自得， 
晝短欣夜長。 
三復蟋蟀詩， 
好樂期無荒。 
第十一冊 
頁 61 
南明野史三卷附
錄 
〈第一卷安宗皇
帝紀〉 
三餘氏 士英書進沈啟南畫一卷，帝親署
數事，士英亦跋一行。時羽書倉
皇，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
鬥蟋蟀，人號蟋蟀相公。 
第十九冊 
頁 441 
鹿樵紀聞 
〈福王下〉 
吳偉業 端陽節，福王在宮演劇。內旨召
乞兒多捕蝦蟆為房中藥，士英平
日好鬥蟋蟀，故時人又稱蝦蟆天
子，以對蟋蟀相公。 
 
第二十八冊 
頁 261-263 
硯山齋雜記·卷四 
〈窯器〉 
孫承澤 宣 窯 之 祭 紅 杯 盤 有 通 體 紅
者……水注有五采桃注、石榴
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鵝注，
筆洗有魚藻洗、葵洗、罄口洗、
螭洗，雨臺鐙檠、幡幢、雀食罐、
蟋蟀盆。 
 
梅村作《宣宗戗金蟋蟀盆歌》，以
鸡缸为宣窑。 
第三十五冊 柳南續筆·卷一 王應奎 馬士英在弘光朝，為人極似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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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64-365 〈蟋蟀相公〉 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
倉皇，猶以鬬蟋蟀為戲，一時目
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
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
捕蝦蟆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
旨捕蟾」。嗟乎！君為蝦蟆天子，
臣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第四十二冊 
頁 165-166 
帝京歲時紀勝 
〈蟋蟀〉 
潘榮陛 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貯以精瓷盆
盂，賭鬥角勝。有價值數十金者，
為市易之。 
 
 
 
 
 
 
 
 
 
 
 
 
 
 
 
 
 
 
  
